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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  > 万慧达观点  > 商标 使用是商标生命力的源泉，无论是经过多少巧思妙想、精心设计的商标，都必须经过使用才能在相关公众之中

形成认知，打造市场声誉，塑造品牌价值。而闲置的商标，不仅无法实现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并会面临

因三年使用而被撤销的风险。何为商标的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本法所称商标
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

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但司法实践中，商标使用的边界仍需要通过法院的判例不断的
予以明确和厘清。

在各类涉及商标使用的案件中，一个典型的场景则是涉外定牌加工是否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最高人民法

院自2012年以来，通过无印良品案、PRETUL案、东风案以及近期的USAPRO案多次通过行政纠纷再审案件
就涉外定牌加工是否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提供指导性意见。笔者希望通过几个典型案例的梳理介绍一下涉

及定牌加工问题在商标行政和民事案件中的变化和发展。

一、无印良品案【（2012）行提字第2号】

2012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株式会社良品计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北京棉田纺织
品有限公司异议复审再审案认为：商标的基本功能在于商标的识别性，即区别不同商品或服务的来源，因此商

标只有在商品的流通环节中才能发挥其功能。二审法院认为良品计画委托中国大陆境内厂家生产加工第24类商
品供出口，且宣传、报道等均是在中国大陆境外，不属于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
商标”符合商标法的立法原意，良品计画主张二审判决对“商标使用行为”和“相关公众”理解错误的再审理由依据
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首次对定牌加工行为进行表态。虽然本案涉及的实际上是“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
的商标”，但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明确地提出“商标只有在商品的流通环节中才能发挥其区别商品和服务来源
的功能”，为后续案件中对商标使用的认定埋下一个伏笔。

二、PRETUL案【（2014）民提字第38号】

2015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浦江亚环锁业有限公司与莱斯防盗产品国际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再审案件
中认为：储伯公司系墨西哥“PRETUL”或“PRETUL及椭圆图形”注册商标权利人（第6类、第8类）。亚环公司受
储伯公司委托，按照其要求生产挂锁，在挂锁上使用“PRETUL”相关标识并全部出口至墨西哥，该批挂锁并不
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也就是该标识不会在我国领域内发挥商标的识别功能，不具有使我国的相关公众将贴附该

标志的商品，与莱斯公司生产的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和误认的可性能。商标作为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

识，其基本功能在于商标的识别性，亚环公司依据储伯公司的授权，上述使用相关“PRETUL”标志的行为，在
中国境内仅属物理贴附行为，为储伯公司在其享有商标专用权的墨西哥国使用其商标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性条

件，在中国境内并不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因此，亚环公司在委托加工产品上贴附的标志，既不具有区分

所加工商品来源的意义，也不能实现识别该商品来源的功能，故其所贴附的标志不具有商标的属性，在产品上

贴附标志的行为亦不能被认定为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行为。

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认为:加工方依据委托人的授权，在定牌加工和出口的商品上使用商标标志的行
为，在中国境内仅属物理贴附行为，贴附的标志不具有区分加工商品来源的意义，也不能实现识别商品来源的

功能，在产品上贴附标志的行为亦不能被认定为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行为。

三、东风案【（2016）最高法民再339号】

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江苏常佳金峰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
纷再审案件中，对定牌加工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再次给予指导性意见。

商标法48丨涉外定牌加工是否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
用？（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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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商标的本质属性是其识别性或指示性，基本功能是用于区分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一般来

讲，不用于识别或区分来源的商标使用行为，不会对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产生误导或引发混淆，以致影响商标发

挥指示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功能，不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侵权行为。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常佳公司与印尼

PTADI公司签订委托书接受该公司委托，依据印尼PTADI公司合法拥有的商标权生产柴油机及柴油机组件，并
将产品完全出口至印度尼西亚销售。在常佳公司加工生产或出口过程中，相关标识指向的均是作为委托人的印

尼PTADI公司，并未影响上柴公司涉案注册商标在国内市场上的正常识别区分功能，不会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
误认。考虑到定牌加工是一种常见的、合法的国际贸易形式，除非有相反证据显示常佳公司接受委托未尽合理

注意义务，其受托加工行为对上柴公司的商标权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一般情况下不应认定其上述行为侵害了

上柴公司的商标权。

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延续了PRETUL案的观点，即定牌加工中相关标识指向的是境外委托人，不会影响涉案
注册商标在国内市场上的正常识别区分功能。换言之，加工方在涉外定牌加工中的贴附标志行为，不认定为商

标意义上的使用行为。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有所保留的使用了“一般情况下”的表达，并强调了定牌加工中的
加工方需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四、MANGO案【（2016）京行终5003号】

2017年12月15日，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在艺术家组合公司、索娜缇国际有限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撤销复审行政纠纷案的二审判决中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在无印良品案和PRETUL案
中的观点，认为定牌加工行为不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因而认定定牌加工行为不能在商标撤销案件中维持

商标的注册。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注册商标的使用，既包括商标注册人自己的使用，也包括获得商标注册人许可的其他

主体的使用，但这种使用必须是在商业流通领域发挥了商标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识别作用的使用。注册商标许

可使用人与被许可使用人之间，或者生产标注被许可的注册商标标志的商品的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即使有标

注被许可的注册商标标志的商品买卖行为，由于此类买卖行为是在特定的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该买卖行为的

发生不是通过商标的识别作用而建立的，故在这种情况下也难以认定是该被许可使用的商标起到了区分商品来

源的作用，因而也就不能认定使用该商标标志的行为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行为。尤其是对于未在中国

大陆地区进行实际销售而仅供出口的复审商标，由于其未在中国大陆地区实际发挥商品来源的识别作用，因

此，不能仅因此种委托加工或者出口行为而维持商标的注册。……本案中，虽然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复审商标在
指定期间内在核定使用商品上有商标标志的贴附行为，但贴附复审商标的上述商品全部出口到了中国大陆地区

以外的其他地区，复审商标在中国大陆地区并未实际发挥商品来源的识别作用。因此，即使考虑索娜媞公司在

商标评审阶段和本案一、二审期间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亦不足以认定复审商标在指定期间内在核定商品上进

行了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行为。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曾在多个商标撤销案件中认可定牌加工行为可以维持商标的注册，如在宏比福比有限公司、

商标评审委员会、温克勒国际有限公司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案（（2010）高行终字第265号），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广州轻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宝盈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商标撤销复审行政

纠纷案（(2015)高行(知)终字第3706号）等。在这些案件中，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商标撤销制度的设立是
为了鼓励和促使商标权人使用商标,避免商标资源闲置、浪费,而非惩罚商标权人,该项制度下的商标使用不是产
生权利的使用,而是在已经获得权利的基础上,激活商标,行使并维持权利；商标权人注册商标后,在中国实际经
营，制造该品牌商品,并全部出口,显然是积极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不应以此为由予以撤销。

五、USAPRO案【（2018）最高法行申8135 号】

2018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门富士有限公司、商标评审委员会、优赛普罗知识产权有限公司撤销复审
行政纠纷再审案中则又给出了新的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一审和二审法院均认为台宏公司受优赛普罗公司委托，在中国境内生产带有诉争商标的商

品并全部出口属于积极使用商标的行为，不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的立法目的。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还明确指出：考虑到来料加工、出口贸易以及定牌加工是我国长期存在的经济形

式，并在我国总体经济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上述经济形式中必然存在生产产品，贴附商标并出口到国外的

行为。商标是否使用的判断，应结合这些经济形式的特点与撤销三年不使用制度的立法目的来判断。因此，尽

管出口商品不在我国境内流通，但仍然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

在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在市场交易活动中，使用商标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主体的使用：一类是商标权人或者商标被许可人以及其他经商

标权人授权使用的主体；一类是未经商标权人许可擅自使用的主体。本案中主要涉及商标权人是否对诉争商标

进行了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也即需要考察商标权人或商标许可使用人是否对诉争商标进行了商标法意义上的
使用，也需要区分根据商标权人的委托代办相关事宜的使用行为，即是否指向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使用。根据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海台宏公司是优赛普罗公司的授权生产商，其受优赛普罗公司的委托在中国境内生产

带有诉争商标的商品，上海台宏公司是优赛普罗公司具体生产行为的代理人，其在授权委托权限内，是以优赛

普罗公司名义在相关商品上标注复审商标并出口。事实上，对上海台宏公司而言，其在国内以贴付等方式使相

关商标标识附着于相关产品的行为仅为物理行为，其出口行为亦系为优赛普罗公司将相关商品销售至中国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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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之；而对优赛普罗公司而言，其系通过上海台宏公司的物理加工行为进行生产行为和销售行为；对相关公

众而言，此批产品的具体生产者和报关者为上海台宏公司，但商品的来源是优赛普罗公司，即商标权利人仍然

是优赛普罗公司，优赛普罗公司享受该商标权带来的收益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上海台宏公司仅是具体的生

产者和报关行为的办理者，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主体是优赛普罗公司。

本案中，根据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受委托方上海台宏进出口有限公司生产带
有“USAPRO”商标的商品并报关并无不当。如前所述，上海台宏公司不是该商标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主体，商
标法意义上的使用主体系商标权人优赛普罗公司，因此前述证据可以证明商标权人优赛普罗公司在被诉期间真

实、有效地在核定使用商品上使用了诉争商标，不属于2001 年商标法第四十四条中“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这一
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虽然维持了一二审法院的判决，但其认定使用的基于和观点却有明显差别。一二审法院

认为：加工方经商标注册人委托，在中国境内生产带有诉争商标的商品并全部出口属于积极使用商标的行为，

并进而基于加工方的商标使用行为维持了诉争商标的注册。但最高人民法院却分别从加工方和委托人两个角

度，分别对是否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进行了分析和解释。一方面，从加工方的角度，最高人民法院延

续了PRETUL案和东风案观点，即加工方在国内以贴付等方式使相关商标标识附着于相关产品的行为仅为物理
行为，不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但同时,从委托方的角度来看，其通过加工方的物理加工行为进行生
产行为和销售行为，享受该商标权带来的收益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定牌加工可以构成委托方的商标使用行

为。

从上述商标行政和民事案件的对比来看，司法实践中对于定牌加工是否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在不同类型的

案件中仍存有较大差异。虽然商标撤销案件和商标侵权纠纷案件中均涉及对商标使用的认定，但由于商标撤销

与商标侵权案件由于立法宗旨和制度设计上的不同，也赋予了“商标使用”不同的内涵。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在
MANGO案中引用了无印良品案和PRETUL案中，尝试统一对定牌加工是否构成使用的定性，即属于不能区分
商品来源的物理贴附行为，不构成商标的使用。但从USAPRO案的二审判决来看，这一观点在北京高级人民
法院内部尚未达成统一。而最高人民法院则通过区分委托方和加工方在定牌加工中的角色的不同，对定牌加工

行为在商标撤销案件和商标侵权案件中的不同认定给出一个逻辑更为周全的观点。一方面，延续PRETUL案和
东风案中的意见，将加工方在国内以贴付等方式使相关商标标识附着于相关产品的行为定义为物理行为。另一

方面，又对委托方通过委托国内生产商开展的生产、出口的行为给予肯定，可以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行

为。相信USAPRO案的再审裁定也会接下来的类似案件定下了基调，即定牌加工行为在商标撤销案件中仍属
于积极的商标使用行为，可以维持商标的有效注册。笔者也将持续的关注涉外定牌加工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的走

向。


